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粗放型创新：激励效应与选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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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驱动政策下，地方政府为“创新”而竞争，企业创新呈粗放式模式，投入力度虽不断增强，但专利成果却量多质低。文章研究发现：（1）受新上任政府为“创新”而竞争的政策激励，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粗放型创新投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式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着选择效应，面临政治冲击时，仅“功利性”的策略性创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短期内急剧增加，而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的的实质性创新专利数量并未显著增加。（3）在以专利数量等为政府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指标驱动下，政府补贴这一政策工具在政策不确定性与粗放型创新之间发挥了传导作用。文章结论意味着专利数据考核指标，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因素增强了企业粗放型创新行为，但并不利于创新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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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innovation-driven policy, local governments compete for "innovati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extensive. Although the investment i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atents is large but the quality is low. Research finds that: (1) Inspired by the new government's industrial policy, policy uncertaint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nterprise's extensive innovation investment.(2) Policy uncertainty has a selectiv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extensive innovation. In the face of political shocks,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for strategic innovative enterprises with "utilitarianism" has increased sharp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ile the number of substantive innovative patents aiming at improv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has no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3) Driven by the number of patents and other important reference indicators for govern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play a guiding role between policy uncertainty and extensive innov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means that the "non-market" factors such as patent data assessment indicator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enhance the extensiv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but they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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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aidusnap6]2018年中美贸易战引发各界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中国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面临的政策不稳定性明显上升，部分出口企业家表示只有“练好内功”，有效提升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是生存之道。近十年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政策不稳定性最大的十年，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最快的十年。最新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全球经济状况，如：在宏观经济层面，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资本流动，从而推动商业周期[1][2]；在企业层面上，政策不确定性则会影响企业现金持有[3]，资本支出[4][5]，股价[6]以及对提高股权的决策[7]。中国政府周期性的换届和官员的人事变动，使得不同任期政府宏观调控的具体手段都有所不同，从而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家群体在2016 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不确定性，它源自于中国不断调整的政商环境。由此可见，政策环境仍是影响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因素。
而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作为企业面临风险的一种重要来源，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企业创新活动及产出价值的不确定性增加。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是唯一进入前“25名俱乐部”的中等收入国家。如此“令人惊艳的创新表现”得益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政策导向的结果。但这当中也伴随着一些概念炒作，存在着大量的“伪创新”泡沫。201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披露，中国专利存在量多质低的问题，由于在现有制度中，评价政府和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是专利数量，导致专利申请数量泛滥，名不符实，从2012年至2014年，全国共授予国内专利2787707件，签订专利许可合同仅为56067件，仅占授权专利比例的2%。因此虽然从专利数量来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似乎位居“世界前列”，但从专利的质量来看，却并非如此。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粗放型创新模式 [8]。
本文利用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与粗放型创新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比于国内已有的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9] [10] [11]，本文侧重于企业粗放型创新现象，并深入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粗放型创新的内在传导机制。第二，拓宽了微观企业层面创新领域的研究，从创新动机视角将企业创新行为分为实质性创新、策略性创新，并进一步考察政策不确定性对这种创新质量的影响。第三，丰富了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考察了专利考核指标、政府补贴等政策工具的传导作用，深入剖析了当前企业粗放型创新背后的政策诱因。
[bookmark: _Toc487194015]1 理论分析与假设
[bookmark: _Toc487194016]1.1政策不确定性与粗放式创新投入：激励效应
政策不稳定的来源多样化，本文所考察的政策不稳定，主要源于地方政府官员更替所引起的地方政策调整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已成为一种常态，国内已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官员更替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有着显著影响[12]。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高投入拉动，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短期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要素枯竭等问题，已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同样也制约着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同时技术创新成果也并未能真正转化为商业价值，整个创新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但受长期以来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呈现出追求短视的、见效快的粗放式投资模式。国内学者唐清泉等[8]认为我国粗放式发展，虽然“九五”期间就提出了转型，但这20年转型成效不大，而且企业的创新投入也直接受到了粗放式投资环境的影响。曾宪奎（2017）也认为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有粗放化趋势, 出现了类似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中“大量投入,大量产出,产出效率较为低下”的特点[13]。
当政府官员更替时，“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员上任后，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有强烈的动机实施积极的优惠政策，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以刺激辖区内企业的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何艳玲、李妮[14]认为中央政府通过经济和政治上的“锦标赛”设计，激发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上的激烈竞争，在围绕“增长”的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不断寻求地方GDP最大。当今，随着结构变迁、制度压力与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增长”竞争的空间正日益缩小，地方政府为了获取相对竞争优势，开始为“创新”而竞争。杨雪东[15]提出地方改革试点是中央推动创新的代表性手段，地方政府通过争取创新试点，以获取上级和中央的重视，并获得资源和政策，进而更有可能加深上级政府对该地区的创新印象，并有利于政府官员的晋升和考核。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在为“创新”而竞争的晋升动力之下，新上任官员往往对创新活动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改善融资环境等，进而有利于促进企业粗放式创新投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1：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粗放式的创新投入，即对粗放式创新投入具有激励效应。
1.2政策不确定性与粗放式创新质量：选择效应
现有文献大多数将专利申请作为创新的衡量变量之一，但较少考虑创新动机对专利申请的影响，而事实上，除了以推动技术进步和保持竞争优势为目的的创新行为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以获取其他利益为目的的创新活动，是一种策略行为[16]。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当口，产业政策近来成为政商学界讨论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施产业政策，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家出台的各项产业政策[17]。但近年来，随着产业政策的密集出台，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看法观点不一。著名学者吴敬琏[18]认为“我们的产业政策是从日本学来的，无效性已经非常明显”。国内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过去的产业政策过多地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选择，利用行政措施进行技术选择、产业选择等，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则，由此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弱化了公平竞争原则等[19]。基于产业政策下企业创新行为的动机视角，本文参照黎文靖、郑曼妮[16]的做法，将企业创新行为划分为两种：若当年专利申请显著增加，但只是非发明专利增加，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公司预期将获得更多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时，其专利申请特别是非发明专利申请显著增加，这类企业定义为策略性创新企业，而将申请“高质量”发明专利的企业认定为实质性创新企业。
在现有的产业政策下，策略性创新企业是受产业政策诱发的“被动式创新”，它们为了“寻扶持”而创新的行为更容易受产业政策的影响，当新官员上任所产生的政治冲击会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及政企关系时，专利数量是新任地方官员进行政府补贴等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指标，这类企业希望通过增加专利数量来获得新政府的青睐，因此策略性创新企业在“功利性”的创新动机驱使下，专利申请数量将在短期内急剧增加。
而实质性创新企业将精力主要放在市场竞争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上，其受官员更替所产生的政治冲击影响较小，这类“主动式创新”企业由于新政府官员上任后，由于新官员上任往往实施积极的优惠政策，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以刺激辖区内的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新的政策环境有利于这类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但这类企业的专利数量仍将保持较平稳的增长，不会在短期内有太明显的波动。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说2：政策不确定性对实质性创新企业和策略性创新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具有选择效应，与实质性创新企业相比，策略性创新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
[bookmark: _Toc487194017]1.3政策不确定性的传导机制：政策诱因
政策不确定性属于宏观层面，地方官员的宏观经济决策只有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才能最终传导至微观企业。在中国特殊的“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的体制安排下，地方官员对其辖区的企业投资行为已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近年来，创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强化了政府参与、引导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机。政府补贴是国内外学者认为政府最直接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财政手段之一。由于专利技术存在着明显的正外部效应，降低了企业对研发活动的热情，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来纠正这种市场失灵[20]。
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专利数量已经脱离了我国创新能力的真实情况，很大程度上源自地方政府的不当资助、盲目追求数量等，致使“非市场”因素成为申请专利的主要动机[21]。在全国各种名目专利排名的压力下，不少地方政府明确提出增加专利数量的种种“补贴计划”，致使专利数量暴涨。鉴于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我们利用政府补贴作为衡量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政策影响渠道。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说3：政府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政府补贴这一政策工具显著地影响企业粗放式创新。
[bookmark: _Toc487194019]2 研究设计
2.1模型设定
我们在实证研究中不仅关心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粗放型创新投入——R&D研发费用的关系，还关心它和创新质量——专利申请量的关系。为此，根据前面的假说1，我们构建了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1）
模型一中，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被解释变量一年。其中，表示上市公司个体，表示年份，因变量表示上市公司年的强度。
为了检验前面的假说2，构建了如下模型：
   模型（2）
其中专利类型包括：发明专利（）、实用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合称）。为了分别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质量的选择效应，本文借鉴黎文靖、郑曼妮[16]的做法，将企业创新动机分为：实质性创新动机与策略性创新动机，其中以申请“高质量”发明专利为目的的创新被认定为实质性创新（用表示），而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等非发明专利为目的的创新被认定为策略性创新（用表示）。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质量的选择效应，我们通过分组检验进行。
另外，为了检验假说3，设定以下计量模型：
   模型（3）
用上述模型检验假说3时，实证结果中若的估计值是显著的，则假说成立。
2.2变量定义和解释
上述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定义如下：
（1）创新活动变量
创新活动的考察变量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质量，具体包括（1）水平():采用研发费用占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衡量企业水平；(2)创新质量():文中采用的专利数据搜集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查询系统。我们搜集了上市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合营公司、联营公司的完整名单，并根据上市公司年报信息保留参与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合营公司和联营公司，之后在专利查询系统中获取每一年度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合营公司、联营公司提交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量。参照黎文靖、郑曼妮[16]、顾夏铭等[11]的做法，实证研究中采用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量（Invention）、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合称No invention）的合计数（Patent）来衡量创新质量。
（2）政策不确定性变量
政策不确定性（）：国内部分学者选择Baker et al．[2]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但这一指数只能代表我国某一年的宏观层面政策不确定性，不能具体到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各年的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因此参考了徐业坤等[22]，戴亦一等[23]，罗党论等[24]等 的做法，我们选择更为微观、具体的地方官员变更指标，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我们通过地方年鉴、网络搜索（www.baidu.com）等各种途径，完成了样本所在城市（2009年-2014年）的地方官员更替数据的收集工作，采用市长更替的虚拟变量，上年发生市长更替取1，否则取0。若新任官员在当年 1—6 月就职，则定义当年为变更年；若新任官员在 7—12 月就职，则定义下一年为变更年。
（3）特征变量
政府补贴)：政府补助包括奖金奖励、税收优惠、产业扶持、技术改造、科研经费、人才引进等方面补助。企业获得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收入的总值反映在利润表中的 “补贴收入” 这一项中，而补贴收入的明细科目来自于会计报表附注中关于补贴收入的信息批露，由手工收集得到。
（4）其他变量
[bookmark: _GoBack]参考黎文靖、郑曼妮[16]、顾夏铭等[11]以及袁建国等[25]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托宾Q值（TobinsQ）、年龄（Age）、杠杆率（Leverage）、现金流比率（Cashflow）、存货周转率（Inventory）、速动比率（Quickratio）、流动比率（Liquidityratio）、净利润增长率（Profitgrowth）、销售收入增长率（Revenuegrowth）、销售毛利率（Grossprofit）、管理费用比率（Expense）、金融约束程度（Financialconstraint）、每股股利（Dividend）、利息保障倍数（Interestcoverage）等。其中金融约束程度参照Hall et al．，[26]的做法，取短期净资本(现金持有量+ 存货+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与总资产比率衡量金融约束状况，该比率越小，表明金融约束越大。
[bookmark: _Toc487194021]2.3样本选择
本文以2009年-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在具体的样本选择过程中，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剔除数据缺失样本。根据上述标准，最终得到1 211个公司—年观测值。 同时，本文对模型中的相关连续变量在1%和99% 水平上进行Winsorize 处理。 
2.4描述性统计
为了更细致地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创业企业创新行为，本文首先统计了各个年度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政策不确定性逐年变动情况
	年度
	 =1
	 =0
	Total
	Ratio

	2009
	9
	49
	58
	15.52

	2010
	44
	138
	182
	24.18

	2011
	34
	154
	188
	18.09

	2012
	47
	125
	172
	27.33

	2013
	81
	338
	419
	19.33

	2014
	107
	312
	419
	25.54

	Total
	322
	1 116
	1 438
	22.39 


从表1中可以看出，面临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占总样本的平均比例约20%左右，其中2012年达到最大值28%，意味着各年平均每十家创业板公司中有两家公司面临着由官员变更所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
如下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VARIABLES
	N
	Min
	Max
	Mean
	Std. Deviation

	R&D
	1 211
	0.020
	0.756
	0.069
	0.077

	patent
	1 211
	0
	378
	21.387
	35.386

	Invention
	1 211
	0
	378
	9.790
	21.465

	No invention
	1 211
	0
	243
	11.797
	20.567


表2可以看出，比重均值为0.069，最小值为0.02，最大值,0.756，标准差为0.077，意味着样本中不同公司的研发投入比重差异不大。专利申请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78，均值为21.387。另外本文还考察了发明专利以及其他专利类型的均值，从这两类专利的申请数量均值来看，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均值大于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均值，表明创业板公司大多以非发明专利申请（即以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为主。
为了分析地方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的影响，本文根据公司有无政策不确定性将样本分为“有政策不确定性组 =1”和“无政策不确定性组 =0”，并对比这两类公司的R&D投入水平以及专利申请数量是否存在组间差异。表3报告了本文的T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创新投入（R&D）、专利申请总量（Patent）、以及非发明专利（No invention，外观设计及实用新型专利合计数）等三组样本T检验在10%的水平下均显著。
表3 企业创新的分组T检验
	VARIABLES
	有政策不确定性组均值（ =1）
	无政策不确定性组均值（ =0）
	显著性水平p值

	R&D
	7.799
	6.784
	0.042**

	Patent
	24.319
	20.534
	0.060*

	Invention
	11.033
	9.429
	0.277

	No invention
	13.286
	11.106
	0.062*


注释：***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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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87194025]这一节，我们报告相关的实证结果。为减轻异常值的影响，回归中使用的所有变量均采用了前后1%缩尾处理。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除企业年份、行业）均滞后于被解释变量一期。此外，所有模型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3.1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型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
首先关注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型创新投入的影响。表4报告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
表4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型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
	VARIABLES
	Y=

	Uncertainty
	0.797**
(0.376)

	TobinsQ
	-0.204*
(0.116)

	Interestcoverage
	0.001
(0.001)

	Profitgrowth
	-0.004**
(0.002)

	Inventory
	-0.001
(0.001)

	Dividend
	-0.008
(0.031)

	Quickratio
	0.224***
(0.034)

	行业
	YES

	年度
	YES

	Observations
	882

	R-squared
	0.125


注释：***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表4中的回归系数为0.797，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与粗放型创新投入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在为“创新”而竞争的考核压力之下，对辖区内企业创新活动往往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进而增强了企业粗放式创新投入，本文假设1提出的激励效应得到了验证。
3.2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型创新质量的选择效应
接下来进一步考察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型创新质量的影响。表5的模型1报告了所有专利申请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发明专利（Invention）也即实质性创新质量的回归结果，模型3是非发明专利（No invention）即策略性创新质量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1、模型2中，政策不确定性对专利全样本以及实质性创新质量并没有产生激励作用。而模型3代表的是策略性创新企业的回归结果，表中回归系数为2.524，且显著正相关，意味着政策不确定性仅仅对策略性企业存在激励效应，本文假说2的选择效应得到了验证。这可能是由于策略性创新企业，面临官员变更的政策不确定性时，这类企业受到政府补贴等产业政策的激励，为了迎合政府将专利数量作为财政资源分配的考核指标，进而“功利性地”追求短期内实现更大的创新数量，而并非真正为了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对于实质性创新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为了在市场中取胜，会将宝贵的时间和金钱用于真正的技术研发，不会受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政策因素驱动，亦不会为了迎合政策抑或获得更多扶持而盲目创新，因此在政策不确定性的驱动下，这类创新动机的企业追求短期创新“数量”的激励效应并不明显。
表5 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型创新质量的选择效应
	VARIABLES
	(1)
	(2)
	(3)

	
	Model1全样本
	Model2实质性创新
	Model3策略性创新

	
	Y= Patent
	Y= Invention
	Y= No invention

	Uncertainty
	2.565
(2.640)
	0.041
(1.773)
	2.524*
(1.541)

	TobinsQ
	2.314**
(0.959)
	0.667
(0.644)
	1.647***
(0.560)

	Dividend
	0.055
(0.217)
	-0.005 
(0.146)
	0.060
(0.127)

	Interestcoverage
	0.003
(0.005)
	-0.002
(0.003
	0.005
(0.003)

	Expense
	-0.264
(0.277)
	-0.023
(0.186)
	-0.241
(0.162)

	Grossprofit
	-0.092 1
(0.093)
	-0.013 3
(0.063)
	-0.079
(0.055)

	Leverage
	0.326*
(0.192)
	0.127
(0.129)
	0.199*
(0.112)

	Revenuegrowth
	0.063
(0.046)
	0.005
(0.031)
	0.058**
(0.027)

	Age
	2.449
(5.675)
	3.846
(3.811)
	-1.397
(3.312)

	Cashflow
	0.192
(1.076)
	0.300
(0.723)
	-0.107
(0.628)

	Financialconstraint
	15.28
(16.13)
	-3.337
(10.83)
	18.61**
(9.416)

	Liquidityratio
	0.322
(0.878)
	0.067
(0.590)
	0.255
(0.512)

	行业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827
	827
	827

	R-squared
	0.122
	0.099
	0.130


[bookmark: _Toc487194026]3.3政策不确定性与粗放型创新之间的传导工具：政府补贴
接下来进一步研究政府补贴的传导作用，本文利用交叉变量进行回归。表6的四个模型均包括了政府补贴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的交叉项。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R&D投入全样本、专利总额全样本、实质性创新样本，抑或策略性创新样本，模型中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无论企业是粗放式创新投入还是粗放式创新质量，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政府补贴的传导作用均非常明显，本文的假说3得到了验证。为“创新”而竞争导向的政绩观刺激了地方政府干预企业创新的行为，政府补贴作为最直接的政策工具，其传导作用得到了验证。
表6 政府补贴的传导作用
	VARIABLES
	（1）
	（2）
	（3）
	（4）

	
	Model1粗放式创新投入全样本
	Model2粗放式创新质量全样本
	Model3粗放式创新质量（实质性创新组）
	Model4粗放式创新质量（策略性创新组）

	
	Y= R&D
	Y= Patent
	Y= Invention
	Y= No invention

	Uncertainty
	19.024**
(9.090)
	1.021
(2.063)
	0.645
(1.408)
	0.355*
(1.131)

	Subsidy
	0.896***
(0.279)
	4.364***
(0.827)
	3.506***
(0.511)
	1.404***
(0.470)

	Uncertainty* Subsidy
	1.268**
(0.589)
	5.921***
(1.855)
	3.567***
(1.256)
	2.508***
(1.02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年度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 205
	1 205
	1 205
	1 205

	R-squared
	0.207
	0.097
	0.081
	0.066



[bookmark: _Toc487194028]3.4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性
为进一步考察政策不确定性与粗放型创新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还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效应，这一分析能够帮助本文更加细致地理解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激励作用的持续性。本文采取了如下模型进行分析。
   模型（4）
上述模型（4）中，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其分别表示企业政策不确定性变量Uncertainty滞后一年、滞后两年和滞后三年与粗放型创新投入之间的回归系数。 表示控制变量，表示企业固定效应，表示年度固定效应，其他变量和前述模型中的定义一样。表7报告了本文的估计结果。
表7 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效应
	
	Y=

	
	（1）
	（2）

	VARIABLES
	Model1
	Model2

	Uncertainty_1[footnoteRef:2] [2: Uncertainty_1变量是在前面回归分析公式1中的政策不确定性Uncertainty变量基础之上滞后一期。] 

	1.349**
(2.503)
	1.733***
(3.150)

	Uncertainty_2
	0.905 
(1.212)
	1.299*
(1.760)

	Uncertainty_3
	1.807**
(2.034)
	1.641*
(1.873)

	控制变量
	NO
	YES

	行业
	NO
	YES

	年份
	NO
	YES

	R-squared
	0.017
	0.250

	N
	1 417
	1 239


表7中模型1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了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年度。从回归结果来看，政策不确定性变量Uncertainty滞后连续三年，均显著影响粗放型创新，且显著为激励效应，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粗放型创新的激励作用滞后影响较大。 
[bookmark: _Toc487194031]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9—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R&D投入数据和财务数据，使用OLS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尝试从微观角度去检验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型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特别使用动态模型考察了这一作用的发生时点与持续性。为评价地方政府官员变更所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相关结论概括如下：（1）受新上任政府为“创新”而竞争的政策激励，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粗放型创新投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政策不确定性对粗放式创新质量的影响存在着选择效应，面临政治冲击时，仅“功利性”的策略性创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短期内急剧增加，而以提升创新能力为目的的实质性创新专利数量并未显著增加。（3）在以专利数量等为政府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指标驱动下，政府补贴这一政策工具在政策不确定性与粗放型创新之间发挥了传导作用。本文结论意味着专利数据考核指标，政府补贴等“非市场”因素增强了企业粗放型创新行为，但并不利于创新质量的提高。
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为了避免宏观政策 “短视”对微观企业创新质量“量多质低”的影响，必须改革以“专利申请数据”为考核标准的财政资源及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应建立衡量专利申请质量的合理标准，由市场决定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政府补助与金融资源配置。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共十九大提出让市场对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决议提供经验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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